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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部六省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运用基尼系数、核
密度估计法和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探索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和影响因素，发
现：中部六省治理大气污染取得一定成效，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持续上升导致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

未达预期，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并在２０１６年后出现下降趋势，凸显了区域内大气减污与
碳减排之间的复杂关系；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明显，随着时间推移地区间的差距逐渐缩

小，区域间的结构性差异是影响减污降碳协调度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城

镇化水平、人均ＧＤＰ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但不同省份之
间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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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已成为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和

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我国积极落实“双碳”目

标，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在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减污降碳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１＋Ｎ”

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应对气候

变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２０２１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

见》，强调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与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并为后续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导原则［２］。２０２２年，

国务院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协同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机

制，为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操作性和实效性支持。

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增长

伴随大量能源资源消耗，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

和碳排放的日益增加。因此，分析中部六省大

气污染排放和碳排放时空变化特征，探讨大气

污染减排系统和碳减排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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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可行性的政策措施，对中

部六省科学谋划减污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关中部六省减污降碳的研究主要关

注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例如，刘玉

珂等［３］通过经典收敛回归方法对中部六省碳排

放的时空特征和收敛性进行分析，并运用对数

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对该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

与空间特征进行研究；齐绍洲等［４］利用脱钩模

型、面板协整检验和碳排放峰值预测模型，研究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戴胜利等［５］则通过脱钩模型、对数平均迪氏指

数分解法和熵值法，探索了中部六省９种工业

能源碳排放量与生产总值之间的脱钩效应，并

据此对所得驱动因素效应值进行分析。

但目前对中部地区减污降碳时空演变特征

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作为我国重

要的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工业总量大，污染排放

量高，对该地区减污降碳开展全面系统评估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决策价值。鉴于此，本文拟

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深入剖析大气污染物减排与二氧化碳减排之间

的交互作用，基于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分

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动态演变特征和地区结

构性差异，利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识别影响中部六

省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旨在为

中部六省的绿色发展提供实证支持，为制定更

具针对性的减污降碳协同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污染物当量计算方法

为综合比较中部六省不同城市减污降碳的

协同效应，借鉴毛显强等［６］的研究，采用３种典

型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

测算大气污染排放当量。在《环境保护税法》

中，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设定了相应的大气污染

物当量系数，这些系数可以用于对多种污染物

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将排放量转换为相应的

计量单位，以便进行比较和评估。参考 Ｑ．Ｙ．

Ｚｈａｎｇ等［７］的研究，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表达

式为：

Ｅｉｔ＝Ｅｉｔ，ＳＯ２ ＋γＥｉｔ，ＰＭ ＋θＥｉｔ，ＮＯｘ ①

其中，Ｅｉｔ表示中部六省ｉ城市在ｔ年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当量，Ｅｉｔ，ＳＯ２、Ｅｉｔ，ＰＭ、Ｅｉｔ，ＮＯｘ分别表示中

部六省某城市ｉ在ｔ年的二氧化硫、烟粉尘和氮

氧化物排放量；、γ和θ分别表示二氧化硫、烟

粉尘、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当量系数，其值具体见

表１。

表１　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系数值

大气污染物 系数 当量系数值

二氧化硫  １／０．９５
烟粉尘 γ １／０．９５
氮氧化物 θ １／２．１８

２．耦合协调度模型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

源”的特征［８］，两者存在一定的关联。耦合协调

度模型通常用于描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协调程度，本文使用该模型分析中部

六省各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系

统的协调性，模型设定如下：

Ｃ＝
２Ｕ１Ｕ槡 ２

Ｕ１＋Ｕ２
②

Ｔ＝ρＵ１＋σＵ２ ③

槡Ｄ＝ Ｃ×Ｔ ④
其中，Ｕ１为标准化处理后中部六省某地级市大

气污染排放当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大值；

Ｕ２为标准化处理后两者的最小值；Ｃ为大气污

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两系统的耦合度；Ｔ

为系统间的协调指数，两系统处于同等重要地

位，故设定ρ＝σ＝０．５；Ｄ为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取值为［０，１］，Ｄ值越接近１，说明该城市

的减污降碳协同水平越高，Ｄ值越接近０，说明

两者的协同性越差。本文参考王淑佳等［９］的划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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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划分为１０类，
具体见表２。

表２　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０．０，０．１］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２］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４］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１．０］ 优质协调

３．核密度估计法
为更全面评价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

度的动态演进特征，借助 Ｋｅｒｎｅｌ密度估计法对
其动态特征进行分析。通过估计随机变量的概

率密度，利用核密度曲线的位置和形态来显示

随机变量的动态特征，随机变量 ｘ的密度函数
表示如下：

ｆ（ｘ）＝１ｎｈ∑
ｎ

ｉ＝１
ＫＸｉ－

珔Ｘ( )ｈ
⑤

其中，ｈ为带宽，Ｘｉ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珔Ｘ为
平均值，ｎ是观测值的个数，Ｋ（·）为 Ｋｅｒｎｅｌ密
度函数。选取较为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对分布动

态进行估计，其表达式为：

ｋ（ｘ）＝ １
２槡π
ｅｘｐ－ｘ

２( )２ ⑥

４．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
本文借助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探究中部六省减

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的基本形

式如下：

Ｄｉｔ＝β０＋β１ＰＧＤＰｉｔ＋β２ＥＣＩｉｔ＋

β３ＩＳｉｔ＋β４ＵＲｉｔ＋β５ＥＯＧｉｔ＋εｉｔ ⑦
其中，Ｄｉｔ表示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值，ＰＧＤＰｉｔ
表示人均生产总值，ＥＣＩｉｔ表示能源消费强度，
ＩＳｉｔ表示产业结构，ＵＲｉｔ表示城镇化水平，ＥＯＧｉｔ
表示对外开放程度，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

εｉｔ～Ｎ（０，σ
２），ｉ为地区，ｔ为年份，β０为常数项，

β１、β２、β３、β４、β５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

５．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中部六省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地区生

产总值、能源消费量、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二氧化

碳排放等数据展开研究。碳排放的测算参考吴

建新等［１０］的研究，从两方面考虑产生碳排放的

原因。碳排放的直接来源包括煤炭、石油等化

石燃料的燃烧，间接来源包括电能等的消耗，其

中，折标准煤系数源自《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能源碳排放系数源自《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指南》，电力碳排放系数取华东、华中

和南方电网均值。污染物排放、地区生产总值

和能源消费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与中部六省地级市统计年鉴。此外，采用线

性差值和ＡＲＩＭＡ填补方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一方面利用线性趋势对中间缺失值进行填充，

另一方面利用时间趋势通过拟合 ＡＲＩＭＡ模型

预测缺失值并填补，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中部六省在减污降碳的过程中，面临着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经济的发展推

动了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的转型，但也带来了

更高的污染排放。大多研究认为，影响区域大

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因素包括结构、技术和规

模因素［１１－１２］。因此本文基于李云燕等［３，１３－１５］

的研究，结合中部六省的实际情况，以减污降

碳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与技术因素选取了以下指标，具体见表３。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空

特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大气污染和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总体变化情况见图 １。可以看

出，中部六省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呈现上升趋势，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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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后逐渐下降，在２０１６年骤然下降，随后

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与之不同，碳排放则

是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中部六省对大气污染

的治理效果显著，在污染物源头治理和末端处

理过程中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而碳减排的效果

不佳。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传统环境治理政策较

多关注的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这些指标在短期内对公民健康和环境影响显

著，因此易于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目标。而碳

减排通常需要较长的周期和更多的结构性调

整，在短期内未能反映出明显成效［１６］。

通过对中部六省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大气污染

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发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二氧

化碳排放则逐年上升，各省的排放状况和趋势

表３　指标选取

指标维度 具体指标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减污降碳耦合
协调度（Ｄ） 耦合协调度值

解释变量

人均生产总值（ＰＧＤＰ）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

能源消费强度（ＥＣＩ） 能源消费量／
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ＩＳ） 第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化水平（ＵＲ） 年末城镇人口比例

对外开放程度（ＥＯＧ） 进出口贸易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大气污染物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变化情况

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图２。中部六省大

气污染物排放量在此期间呈现整体下降趋势，

尤其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间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水平则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具体来看，各省

的大气污染排放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山西省、河

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排序则是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

安徽省、江西省和山西省［１５］。中部六省中，河

南省和湖南省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这两个省份能源消

费量较大，两省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能源

政策。相较而言，湖北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高，而大气污染排放量相对较低，故该省政策应

侧重于碳减排效果的提升。山西省表现为较高

的大气污染排放和相对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故应制定以减排大气污染为核心的环境政

策。安徽省和江西省在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方面均处于中部六省的较低水平，表明两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各省份大气污染物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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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减污或降碳政策的实施上相对有效，但仍

需加强减污和降碳的协同治理。总体而言，各

省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二氧化碳排放在变化趋势

上并未同步，显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

２．减污降碳耦合的时空特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变化特征见图３。从整体趋势看，中部六

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的态势，整体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有所下降。

根据变化幅度，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缓慢增长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低，由

中度失调缓慢上升至轻度失调；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由轻度失调下降到中度失调，耦合协调度缓

慢下降。其中，大气污染排放量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是因为当时我国大气

污染防治整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１３年《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环境政策文件的发布

有效促进了各省市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但由于

未能同时管控二氧化碳排放量，导致无法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分布

来看，大多数城市集中位于箱形图的 ２５％和

７５％分位数之内，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分布沿中值

集中”。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分

布逐渐向中值靠拢，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性逐渐

减小，这可能源于政策实施后导致地区间在减污

降碳能力上逐渐趋同，形成了更为一致的协调

水平［１７］。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

耦合协调度变化特征

调度变化情况见表４。从变化趋势来看，中部

六省减污降碳协调度水平均是先上升后下降；

从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来看，各省份的耦合协

调度等级主要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

安徽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较低，处于中

度失调状态，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耦合协调度稳步

上升，但在２０１６年后有所下降，２０２１年进一步

降至０．２００７，这可能与安徽省环境政策较多关

注大气污染物、对碳排放治理考虑较少有关。

山西省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

失调状态，但自２０１４年后显著下降，２０２１年降

至０．２５３３，这可能反映出传统煤炭产业转型过

程中面临的挑战，需加大减污降碳的技术和政

策支持力度。江西省耦合协调的变化较为平

稳，一直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这可能是由于该省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省份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安徽省 ０．２１０４ ０．２２４５ ０．２３９３ ０．２４６３ ０．２４８７ ０．２５９２ ０．２２８１ ０．２２２５ ０．２３１７ ０．２２６９ ０．２１４５０．２００７

山西省 ０．２８６３ ０．３３０３ ０．３２７７ ０．３７７７ ０．３４８５ ０．３４８４ ０．３１５３ ０．２９４９ ０．２６９９ ０．２７８４ ０．２８０２０．２５３３

江西省 ０．２１２０ ０．２６２９ ０．２３９３ ０．２７５６ ０．２８７７ ０．２９０２ ０．２７１６ ０．２５０３ ０．２４００ ０．２４６０ ０．２２７９０．２２６３

河南省 ０．２４６１ ０．２８７６ ０．２７０３ ０．２９１２ ０．２９５５ ０．３０８８ ０．２２４８ ０．２０６０ ０．２００９ ０．２０３１ ０．１８１１０．１７９３

湖北省 ０．３５７４ ０．３６５３ ０．３６０７ ０．３３６４ ０．３６１８ ０．３７４５ ０．２９９５ ０．２７９６ ０．２７７０ ０．２８６１ ０．２５４３０．２５１３

湖南省 ０．３６９４ ０．３８６６ ０．３７６３ ０．３８９０ ０．３８６７ ０．４０６２ ０．３２８２ ０．２９５３ ０．２８３５ ０．２７０９ ０．２６１８０．２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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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重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导致二氧化碳减

排系统与大气污染系统失调。河南省的耦合协

调度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逐渐增长，由中度失调转
为轻度失调，但其后逐年递减，２０２０年后转为
严重失调。河南省作为经济大省，其高污染、高

能耗行业的转型和环境治理面临较大压力。湖

北省耦合协调度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有明显提升，
但此后耦合协调度突然下降，由轻度失调转为

中度失调。湖南省是六省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

省份，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转
为濒临失调，稍后回落到中度失调，这表明，虽

然减污降碳政策在湖南省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仍需长期贯彻落实。

中部六省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反映了区域经

济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整体趋势

是在政策的推动下形成的，但各省的具体表现

却差异明显，中部六省需要继续深化政策联动，

加强区域间合作和信息共享，提升整体减污降

碳的协调能力。

３．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
为探究中部六省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

利用基尼系数法测算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
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变动的整体和地区基尼

系数。

（１）整体差异与演变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整体基尼系数变化情况见图４。在整个样
本区间内，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地

区差异呈显著下降趋势。具体来看，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其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差异波动

幅度最大，从期初的 ０．１８９下降到期末的
０．１２１，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要
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之后，

中部六省之间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促进了

中部六省减污降碳整体水平的提升。２０１７年
以后，整体差异一直处于波动的状态，说明仍需

加强中部六省之间的合作以减少区域间差异。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

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整体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２）地区内差异与演变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基尼系数见表５。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

协调度变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具体来看，

河南省的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大，基尼系数均值

为０．１１７；而山西省地区内差异程度最小，基尼

系数均值为０．０８３。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安

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山西省地区内差异程度

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湖南省和湖北省则呈上

升趋势。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

省份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安徽省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３
山西省 ０．１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７
江西省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５ ０．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１
河南省 ０．１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３
湖北省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４
湖南省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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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地区内差异的来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变动的地区差异来源见图 ５。由图 ５可

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区域间差异对地区差异的贡

献度最高，超变密度次之，贡献率最小的是地区

内差异。这说明区域间差异是减污降碳耦合协

调度地区差异的主要贡献者，这也反映了不同

省份在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减污降碳政策实

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同时，超变密度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提示内部均衡性的重要性，而地

区内差异的较低贡献率则意味着整体协调性

相对较强。综上所述，改善减污降碳协调度的

关键在于关注区域间的结构性差异，同时综合

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制定更有效的环境治理

政策。

（４）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特征

为展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分布演化及其

延展趋势，绘制了三维动态核密度图，具体见图

６。由图６可知，峰值中心向左偏移，表明中部

地区六省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值比较

低，核密度峰值出现先升后降趋势，显示出中部

六省的耦合协调度水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

变化过程。从曲线峰度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耦

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

耦合协调度变动的地区差异来源

合协调度的密度分布曲线顶端逐渐由扁平转为

陡峭，出现耦合协调极端的城市数量较少，样本

期间峰点数量逐渐变为单峰，说明中部地区六

省耦合协调发展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多极化

趋势。

４．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在研究了减污降碳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基

础上，为进一步探究中部六省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的驱动因素，本文以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

变量，以人均生产总值、能源消费强度和产业结

构等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构建 Ｔｏｂｉｔ回归

模型以探究上述影响因素对中部六省减污降碳

系统的作用机理。

（１）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６。由表６

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小于１０，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确保了模型的

稳健性。

（２）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

采用单位根检验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判

别，具体结果见表７。其中，减污降碳耦合协调

度、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和能源消费强度

经检验后为平稳，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两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部六省减污降碳

耦合协调度三维动态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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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样本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ＶＩＦ
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 Ｄ ９６０ ０．２７６１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２２４ ０．６５９３ —

人均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 ９６０ ４．５４６２ ２．３６９５ ０．９０６７ １４．５５４５ ３．３７
对外开放程度 ＥＯＧ ９６０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７７７９ ３．２６
产业结构 ＩＳ ９６０ ０．８９００ ０．４３６９ ０．２５１３ ５．０７２１ １．４３
城镇化水平 ＵＲ ９６０ ０．５２８２ ０．１１２３ ０．２３３９ ０．８９２３ １．３１
能源消费强度 ＥＣＩ ９６０ ０．６９４６ ０．３６１３ ０．１９３３ ２．７２３７ １．０９

个变量被判定为不平稳，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

差分处理。

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见表８。由表

８可知，上述各变量经过差分处理后已转化为

平稳状态。为了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

定的关系，对变量进行 Ｐｅｄｒｏｎｉ协整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９。表９列出了三种检验统计量，其

对应的 Ｐ值均小于０．０１，因此可以强烈拒绝

“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３）回归结果

根据ＬＲ检验的结果，需要使用随机效应

的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１０。

由表１０可知，能源消费强度对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通过

降低能源消费总量能够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

表７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ＰＳ检验

Ｚｔｔｉｌｄｅｂａｒ Ｐ值
ＨＴ检验

Ｚ值 Ｐ值
结果

Ｄ －１２．１９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２７８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ＰＧＤＰ －４．２３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３９０．００３３ 平稳
ＥＯＧ －１．１７５４ ０．１１９９ １．６０８７０．９４６２非平稳
ＩＳ １．９３４６ ０．９７３５ ４．１２０６１．００００非平稳
ＵＲ －３．７７７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１２４３０．０１６８ 平稳
ＥＣＩ －６．３６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９１０．０００３ 平稳

表８　单位根滞后一阶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ＰＳ检验

Ｚｔｔｉｌｄｅｂａｒ Ｐ值
ＨＴ检验

Ｚ值 Ｐ值
结果

Ｄ －１４．９０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７１３１０．００００平稳
ＰＧＤＰ －１２．１７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８３９０．００００平稳
ＥＯＧ －１０．６５３７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０４４０．００００平稳
ＩＳ －７．９８２８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８０３０．００００平稳
ＵＲ －１３．５７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７５６０．００００平稳
ＥＣＩ －１３．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８１８０．００００平稳

而提高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具体来说，减

少能源消费量有助于在源头上降低大气污染物

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有效达到减污与降碳

的协同增效目标［１８］。这种源头治理的理念强

调能源使用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

表明降低能源强度并非单一的环保措施，而是

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利益的重要策略。

产业结构同样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产生负

向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重心逐步

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虽然这种

转移有助于优化能源使用效率，进而降低污染

物和碳排放，但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持续

表９　Ｐｅｄｒｏｎｉ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Ｐ值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检验 ９．９８４９ ０．００００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检验 －１７．９０４６ ０．００００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检验 －２０．５３９３ ０．００００

表１０　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影响

因素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ｚ Ｐ＞｜ｚ｜显著性
ＰＧＤＰ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２０ －３．０６０００．００２０ 

ＥＯＧ －０．１００６０．０４１７ －２．４１０００．０１６０ 

ＩＳ －０．０７４２０．００７２－１０．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ＵＲ －０．１１８９０．０５３１ －２．２４０００．０２５０ 

ＥＣＩ －０．０３５８０．００９９ －３．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６５７０．０２７２ １７．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ｕ ０．０６８７０．００５８ １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０４５００．００１１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ｒｈｏ ０．７００００．０３７４

ＬＲＴｅｓｔｏｆ
Ｓｉｇｍａ＿ｕ＝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ｂａｒ２＝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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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这反映出在转型过程中，部分高耗能、高

污染的产业依然占据较大份额，导致减污降碳

耦合协调度的下降［１９］。因此，在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的同时，需注重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清洁能

源的推广，以实现真正的减排目标。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对减污降碳的协同效

应造成负面影响。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城

镇人均能源消费量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且城镇

的能源消费结构多呈现重型化趋势。这导致能

源需求的不断上升，进而推动了碳排放和大气

污染物的增加［２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

市的能源消耗模式愈发凸显出对环境的破坏

力，突显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

此外，人均ＧＤＰ水平的上升同样对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产生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高经济发

展水平的背后是高能源需求，因此在追求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态保护。对外

开放水平的提高也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产生了

不利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可

能会引入国外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导致

能源消耗增加。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短期内

或许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则

可能抑制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在推动对外开

放的同时，我国应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审查力

度，以确保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能够实现平衡。

为进一步探究各省份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

的影响因素和空间异质性，本文从各省份的回

归结果出发，探讨人均生产总值、能源消费强

度、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

量对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体结果见

表１１。

从表１１可知，产业结构在多个省份中表现

出负向显著影响。安徽省和湖南省的高污染和

高能耗产业占比高，导致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

未能显著提升，产业结构转型面临挑战。河南

省和湖北省由于其经济结构中高耗能产业占比

较大，产业结构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表

明优化产业结构的必要性。能源消费强度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江西省能源消费强度的负向影

表１１　中部六省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变量 山西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ＰＧＤＰ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３）

ＥＯＧ ０．２４６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２９９ ０．５２１８ －０．２１６２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９８９） （０．１９７６） （０．１２３４）

ＩＳ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４６６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３１８ －０．０７７８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１０５）

ＵＲ －０．１６８４ ０．００９１ －０．２２７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１６５８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８２０） （０．１４６１） （０．１７５４） （０．１００７） （０．１７８５）

ＥＣＩ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２０８ －０．１６５５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８９８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４８３）

Ｓｉｇｍａ＿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３８）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１６６ ０．２８５７ ０．５０５６ ０．４０７６ ０．３３４７ ０．６４５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８６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２ １９２ １３２ ２０４ １４４ １５６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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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显著，说明该省在减少能源消费和提升能效

方面存在提升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潜力；山

西省的回归结果同样表明，降低能源消费强度

有助于提升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这与源头

治理的理念相一致；湖南省则需在能源管理方

面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以减少能源消费并增

强减污降碳的协调性。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

山西省和湖北省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出显著的正

向影响，对外开放政策可能有助于提升各省的

绿色投资环境和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减污降碳的

协同发展。湖南省则显示出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也可能引入一些高耗能、

高污染企业，从而对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产生

不利影响。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人均

ＧＤＰ均对减污降碳产生了负向影响，反映出其

经济增长模式依赖高能耗和高排放产业，这种

增长模式显著降低了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

从城镇化水平的角度来看，虽然城镇化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能源消费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提

升，但若缺乏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城镇化进程

亦可能对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发

展水平、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

响，各省之间由于地区差异造成了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具有空间分异性，各省在推动减污降碳

协同治理时，需注意结合各省实际情况从经济

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

消费强度、积极引入绿色技术与外资等方面入

手，以提升整体减污降碳的效率。

　　三、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部六省减污

降碳协调程度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揭

示了在当前减污降碳背景下，地区内减污和碳

减排系统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动态，主要得

出以下结论：尽管中部六省在大气污染物治理

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增

长使得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未如预期那样显著

提升，区域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

放差异明显；中部六省的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

在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经历了波动且整体偏低，整体

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６年后由于大

气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但二氧化碳排放并未相

应减少，耦合协调度下降；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

地区差异明显，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地区间的差

距逐渐缩小；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城镇化

水平、人均ＧＤＰ和对外开放等多重因素共同影

响着中部六省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２．政策建议

首先，考虑到中部六省在减污降碳过程中

面临的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差异和减污降碳耦合

协调度偏低的问题，未来应加强对二氧化碳排

放的治理，可以从源头治理和末端防控两个方

面着手，一方面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另一方面

可以利用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其次，鉴于中部六省在减污降碳过程中面

临的区域差异和协调性不足，建议各省将减污

和降碳政策整合，形成一体化的治理框架。明

确各省的具体实施目标和责任，确保政策的一

致性和协调性；加强区域间合作，建立跨省协作

机制，共享减污降碳的最佳实践与经验，开展联

合减排项目，以提升整体减污降碳的效率。

再次，考虑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对中部

六省的减污降碳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鼓

励中部六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高能耗、高

污染产业向低碳绿色产业转型，鼓励发展服务

业、现代农业和绿色制造业，以降低整体能源消

费强度和碳排放；加大对清洁生产和环保技术

的研发投入力度，支持企业引入新技术和设备，

提升生产过程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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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排放；实施能源消费强度控制政策，

针对研究中发现的能源消费强度对减污降碳耦

合协调度的负面影响，各省应制定相应的能源

管理政策，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的控制目

标，鼓励使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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